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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基础设施与服务业的集聚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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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晓华　 刘小玲　 徐帅

（大连理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部，大连 １１６０２４）

摘要：服务业集聚是提高产业素质和区域竞争力的重要途径，如何更好地发挥服务业的集聚效

应是区域经济发展需要探究的核心问题之一。 本文将交通运输成本纳入到产业集聚与生产率

关系的理论模型中，讨论了交通基础设施影响服务业集聚效应的机制。 实证研究中，基于面板

门限模型将样本省份划分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高水平和低水平两组，进而利用多层线性回归

模型就交通基础设施对服务业集聚效应的影响进行了检验，结果发现：在交通基础设施发达的

省份，省级服务业集聚能够强化城市服务业集聚效应的发挥；在交通基础设施水平较低的省份，
服务业集聚的有效范围仅局限在城市层面，省级服务业集聚对市级服务业的集聚效应难以产生

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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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现代服务业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产业结构升级的基本保证，而服务业集聚则成为提高产业素质和区域

竞争力的重要途径。 近年来，现代服务业集聚区在一些经济发达的省市蓬勃兴起，大批中央商务区、文化创意

产业园、科技创业园等各具特色的服务业集聚区应运而生。 迄今为止，国内多数服务业集聚区的规划与推进

由政府主导，一般分为两类：一是市级政府依据城市层面产业发展需求成立的市级服务业集聚区，二是从省级

层面总体规划落实到地级市的省级服务业集聚区。 在省与市两级规划管理的行政体制下，尽管服务业集聚主

要由市级政府执行和完成，但建设规划部分来自于省级政府，市级服务业集聚区多是全省服务业发展的组成

部分。 为了更好地发挥服务业的集聚效应，各省区在建设服务业集聚区的同时，无一例外地提出公共服务的

重要性，尤其强调了交通基础设施的投资。 从理论上讲，良好的交通基础设施不仅可以促进服务业集聚，而且

能够加强服务业集聚效应的释放［１］。 那么，在中国各地区服务业集聚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交通基础设施建

设对集聚效应的发挥产生了什么作用呢？ 交通基础设施水平高的省份，服务业的集聚效应是否会更加突出

呢？ 本文将对此展开详细讨论。

文献回顾与理论假说

学者们针对产业集聚效应问题已经开展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下面将从服务业集聚效应的边界和基础设

施对服务业集聚效应的影响两方面对现有文献进行回顾。
１、服务业集聚效应的边界

企业在一定区域范围内的相对集中能够增加交易频率、降低区位成本和环境不确定性等不利因素，从而

降低交易成本［２］，因此产业集聚的边界问题也就是产业集聚内部效率的分界线［３］。 新古典经济学派从外部

性角度提出了集聚经济的动因：共享熟练的劳动力市场、与本地大市场相联系的前后向联系和知识溢出，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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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三类因素均难以解释产业集聚边界形成的机理，以 Ｋｒｕｇｍａｎ［４］为代表的新经济地理学派从运输成本、要
素流动、规模收益递增和政府行为等角度阐述了服务业集聚边界的形成和演化机制。

新经济地理学认为产品从上一环节到下一环节的过程中存在运输成本，且该成本随着距离的扩大而不断

增加［５］，由此限制了产业集聚的影响范围，使其局限于对本地产生经济效应。 对于生产性和流通性服务业而

言，二者的发展直接依赖于交通运输，运输成本的节约可以促使其在原有优势区域不断集聚，但对于消费性和

社会性服务业产品而言，由于其大部分是无形产品，加之交通运输成本的限制使其产品交易局限于本地。 因

此，运输成本是决定服务业边界延伸的重要因素［６］。
产业之间的知识外溢和生产要素的直接贸易关系能够促进服务业集聚［７］，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本身属

于知识密集型企业，知识共享产生的正外部性有利于企业集聚。 同时，服务业本身的发展需要大量人力资本

的交流，而人力资本要素的自由流动也能够带来知识溢出的正外部性［８］。 由此，在市场机制的驱使下，资源

和要素自动向获得最佳收益的区位集聚，促使服务业集聚边界不断扩大［９］。
在规模收益递增的条件下，当企业规模达到一定程度时，会整合产业链上下游形成更大范围的集

聚［１０］ ［１１］。 按照规模收益的框架，服务业集聚边界的扩张属于规模报酬上升时期，到达成熟阶段后内部效率

达到平衡，边界趋于稳定，如果内部或外部环境发生变化将打破平衡，向新的边界发展，规模收益递增的特性

导致服务业集聚的边界具有演化的可能性。
此外，部分国家的政府行为在服务业集聚形成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优惠政策能够引导大批企业形成

地理上的集聚，而且影响着服务业集聚的辐射范围和边界。
针对服务业集聚效应的边界问题，学者们针对不同国家的经济发展情况进行了实证检验。 有研究指出，

相比于制造业，服务业更倾向于在经济发达的城市选择集聚［１２］，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更容易对周边城市形成

溢出作用［１３］。 也有学者得到了更为明确的结论，Ｄｅｓｍｅｔ 和 Ｆａｆｃｈａｍｐｓ［１４］分析了美国郡级层面的就业集聚变

化情况，发现在考虑空间维度的因素后，服务业在距离集聚中心 ５－２０ 公里的范围内拥有较高的集聚度，而制

造业集聚效应的范围是 ２０－７０ 公里。 来自国内的研究发现，中国城市服务业有明确的集聚方向，倾向于在行

政等级高、经济规模大的城市以及沿海城市分布［１５］。 其中，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空间依赖性更为明显［１６］，对
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技术溢出作用，有效的作用范围为 １００公里［１７］。

２、交通基础设施与服务业集聚

与传统制造业具有可存储和远距离传输的特点不同，服务产品的生产和消费在时空上具有同一性［１８］，且
具有本地偏好的特性，因此服务业集聚效应的边界范围要更小［１９］。 不过，交通基础设施有利于缩短城市之间

的空间距离，某种程度上能够缓解服务业的同一性和不可储存性的缺陷，为服务业集聚效应在更大范围内的

发挥创造条件。 同时，发达的交通基础设施能够对地区间资源进行整合与共享，促进服务业在城市之间的交

流，降低地方政府人为设置的进入壁垒［２０］。
学者们就交通基础设施对产业集聚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 有学者研究表明公共交通基础设施会带来

人口的大量集聚从而带动就业水平的提高，形成集聚经济并带动生产率的提升［２１］。 也有学者认为信息的传

输对服务业集聚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２２］，而基础设施能够提高信息传输的时效性，尤其是发达的交通基础设

施能够改变经济活动的水平和空间分布，进而作用于产业集聚［２３］。 Ｄｅｉｃｈｍａｎｎ［２４］指出，交通基础设施对不同

行业集聚所起到的效果不同，对于落后地区的工业集聚，通过改善交通基础设施只能起到有限的效果。 对于

服务业，Ｇｒａｈａｍ［２５］的研究发现交通基础设施投资能够带来正的外部性，从而提升服务行业的集聚密度。
近年来，随着中国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力度的不断加大，尤其是高速公路和高速铁路的建设，不仅推动了相

关省份的经济增长，改变了现有的地缘经济格局，而且加快了地区间的要素流动，为优势资源快速集聚提供了

便利条件，促进了企业合作和分工的深化。 然而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不同省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自然条

件存在差异。 部分地区交通基础设施水平较高，省内城市之间经济联系紧密；相反，部分地区交通基础设施建

设滞后，无法满足省内城市经济协同发展的需要。
综观国内外现有文献，尽管学者们证实了服务业的集聚效应存在边界，也发现了基础设施对产业集聚

形成的重要推动作用，但这些研究仅侧重于单一方面，并没有将二者结合起来深入研究影响服务业集聚边

界形成的内在机制。 因此，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将依据中国省和市两级服务业集聚式发展的实际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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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考察省份层面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对市级服务业集聚效应发挥的影响。 理论上，将交通运输成本纳入到

产业集聚的理论模型中，讨论交通基础设施对服务业集聚效应的影响机制；经验研究方面，以 ２００３－２０１１
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为样本，利用多层线性模型实证检验省级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对市级服务业集

聚效应的作用。

理论模型

１、理论模型推导

产业集聚是生产同类产品的若干企业，以及为之配套的上下游企业和相关服务业在某个特定地理区域内

高度集中的现象，衡量的是产业在空间上的一种分布情况。 下面将借鉴 Ｃｉｃｃｏｎｅ 和 Ｈａｌｌ［２６］的思想，以 Ａｂｄｅｌ⁃
Ｒａｈｍａｎ和 Ｆｕｊｉｔａ［２７］、Ｄｕｒａｎｔｏｎ和 Ｐｕｇａ［２８］的中间产品模型为依据，推导存在交通运输成本的条件下服务业集

聚影响生产率的理论机制。
首先，做出如下理论假设：（１）城市经济由制造业和本地服务业两部门构成，后者生产前者所需要的中间

品和服务，且制造业厂商可以在两个城市 ｉ 和 ｊ 之间自由选择区位。 （２）厂商生产有差异的产品，制造业与中

间厂商的生产均为垄断竞争模式。 （３）沿用克鲁格曼的“线型”城市结构，假定每个企业在城市中呈现线性均

匀分布，城市 ｉ 土地面积为 Ｓｉ，城市中总有效劳动力为 Ｌｉ，均衡工资率为 ｗ ｉ。 （４）制造业作为城市中心，服务业

将产品和服务传递到制造业厂商需要一定的运输成本，运输成本的系数用 ε 来衡量。 运输成本取决于区域的

面积大小和交通基础设施发达程度，面积越大，服务业传递到制造业的运输成本越高；交通基础设施越发达，
服务业传递到制造业的成本越低，因此运输成本系数可以表示为：

εｉ ＝ ｅ －
ｔｉ
ｓｉ （１）

　 　 其中，Ｓｉ 表示城市 ｉ 的面积，ｔｉ 为交通基础设施的发达程度，其取值范围大于零且不能无限增大，εｉ 的取

值范围在 ０和 １之间。 当城市 ｉ 的面积无限小时，εｉ 接近于 ０，城市面积无限大时，εｉ 接近于 １。
两个城市的消费者具有一致的 ＣＥＳ 效用函数，制造业产品间的不变替代弹性为 σｙ＞１。 制造业在城市之

间交易具有运输成本，表示为 ε。 Ｅ ｉ 和 Ｅ ｊ 分别表示城市 ｉ 和城市 ｊ 中消费者对制造业的总支出。 制造业厂商

生产差异化的产品，用 Ｇｙ，ｉ来衡量城市 ｉ 制造业品市场价格指数，ｐｙ，ｉ（ｋ）表示制造业厂商 ｋ 生产产品的价格。
参考 Ｄｕｒａｎｔｏｎ和 Ｐｕｇａ［２８］的中间产品模型，构建城市 ｉ 中制造业厂商 ｋ 面对的需求函数为：

ｙｉ（ｋ） ＝ ［Ｅ ｉ ＋ （１ ＋ ε）Ｅ ｊ］Ｇσｙ
ｙ，ｉｐｙ，ｉ （ｋ）

－σｙ （２）
　 　 进一步，借鉴 Ｃｉｃｃｏｎｅ和 Ｈａｌｌ［２６］的单位空间生产函数思想，引入单个厂商单位空间需求密度的概念，即 ｙｉ

（ｋ） ／ Ｓｉ。 ｙｉ（ｋ） ／ Ｓｉ 表示厂商在单位土地面积上的需求，代表着厂商需求的空间外部性，假设该需求密度的弹

性系数为（λ－１） ／ λ（λ＞１）。 ｅｉ 和 ｅｊ 分别表示单位面积上城市 ｉ 和 ｊ 消费者对制造业产品的总支出。 单个制造

商 ｋ 在单位空间内的需求可以表示为：

ｆｙ，ｉ ＝ ［ｅｉ ＋ （１ ＋ ε）ｅｊ］Ｇσｙ
ｙ，ｉｐｙ，ｉ （ｋ）

－σｙ
ｙｉ（ｋ）
Ｓｉ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λ－１） ／ λ

（３）

　 　 假定制造业在空间上是均匀分布的，故有：

ｙｉ（ｋ） ＝ Ｓｉ［ｅｉ ＋ （１ ＋ ε）ｅｊ］Ｇσｙ
ｙ，ｉｐｙ，ｉ （ｋ）

－σｙ
ｙｉ（ｋ）
Ｓｉ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λ－１） ／ λ

（４）

　 　 提出公因式 ｙｉ（ｋ） ／ Ｓｉ，将制造业厂商单位面积的需求函数变形为：
ｙｉ（ｋ）
Ｓｉ

＝ ｛［ｅｉ ＋ （１ ＋ ε）ｅｊ］Ｇσｙ
ｙ，ｉｐｙ，ｉ （ｋ）

－σｙ｝ λ （５）

　 　 制造商生产过程中需要劳动、中间品和其他投入，假定固定和可变投入是 ｆｙ 和 ｃｙ，ｗ ｉ 和 ｇｉ 分别表示劳动

的工资和其他要素的价格，Ｇｘ，ｉ为中间投入品的价格指数，μ 和 γ 分别是中间投入和其他要素在投入成本中的

份额。 另外，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在城市经济体系中的影响体现为中间投入和其他要素投入在成本中的份额。
由于制造业厂商在生产过程中需要中间投入和其他要素，而这些生产要素传递到制造厂商的过程中需要运输

成本，运输成本越高，中间投入和其他要素在整个制造商成本中的比例越多。 因此，将运输成本纳入到中间品

和其他要素的成本，二者在投入成本中的份额可以表示为 μ ／ （１－ε）和 γ ／ （１－ε），则制造业厂商 ｋ 的成本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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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
Ｃｙ，ｉ（ｋ） ＝ ｗ１－γ ／ （１－ε） －μ ／ （１－ε）ｉ ｇγ ／ （１－ε）

ｉ Ｇμ ／ （１－ε）
ｘ，ｉ ［ｃｙｙ（ｋ） ＋ ｆｙ］ （６）

　 　 将制造业厂商 ｋ 的成本表示成单位空间上的成本函数：
Ｃｙ，ｉ（ｋ）

Ｓｉ

＝ ｗ１－γ ／ （１－ε） －μ ／ （１－ε）ｉ ｇγ ／ （１－ε）
ｉ Ｇμ ／ （１－ε）

ｘ，ｉ ｃｙ
ｙｉ（ｋ）
Ｓｉ

＋
ｆｙ
Ｓｉ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７）

　 　 用 ｈ 表示中间厂商，ｎ 表示中间厂商的数量，中间产品替代弹性为 σｘ＞１，本地中间厂商的价格指数表示为：

Ｇｘ，ｉ ＝ ∫ｎ
０
［ｐｘ，ｉ（ｈ）］

－σｘ{ }
－（１ ／ σｘ）

（８）

　 　 同理，制造业生产成本中比例为 μ ／ （１－ε）的部分用于购买中间产品，其中运输成本等于 μ ／ （１－ε） －μ，ｍ
表示城市 ｉ 中制造业厂商的数量。 因此，本地中间厂商 ｈ 面对单位空间需求函数为：

ｘｉ（ｈ）
Ｓｉ

＝ ［ μ
１ － ε

Ｇσｘ
ｘ．，ｉ∫ｍ

０

Ｃｙ，ｉ（ｋ）
Ｓｉ

ｄｋ］ｐｘ，ｉ （ｈ）
－σｘ{ }

λ

（９）

　 　 和制造业的成本函数一样，同样假设本地中间厂商生产 ｘｉ 需要固定劳动投入和可变劳动投入为 ｆｘ 和 ｃｘ，
则城市 ｉ 中间厂商的单位空间成本函数为：

Ｃｘ，ｉ（ｈ）
Ｓｉ

＝ ｗ ｉ ｃｘ
ｘｉ（ｈ）
Ｓｉ

＋
ｆｘ
Ｓｉ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１０）

　 　 在垄断竞争的条件下，城市 ｉ 中厂商数量达到均衡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短期内由于所有厂商参与竞

争，厂商的利润达到最大化。 此时，市场上存在着大量的厂商，单个厂商的定价不影响总体的价格指数，于是

由公式（９）和（１０）以及利润最大化的一阶条件得到均衡时中间产品成本加成的定价：

ｐｘ，ｉ ＝
ｃｘσｘλ

σｘλ － １
ｗ ｉ （１１）

　 　 均衡时所有中间产品厂商同价，因此中间产品的价格指数仅取决于本地中间厂商的数目，表示为：

Ｇｘ，ｉ ＝ ｐｘ，ｉｎｉ
－（１ ／ σｘ） ＝

ｃｘσｘλ
σｘλ － １

ｗ ｉｎｉ
－（１ ／ σｘ） （１２）

　 　 第二阶段，当实现长期均衡时，由于厂商的自由进入使均衡时的两部门垄断利润降为 ０，制造业和服务业

的均衡单位空间需求为
ｙｉ

Ｓｉ
＝ ｆｙ（σｙλ－１） ／ Ｓｃｙ，

ｘｉ

Ｓｉ
＝ ｆｘ（σｘλ－１） ／ Ｓｉｃｘ。 此时，劳动力市场出清，劳动人数达到均衡，

满足 Ｌｙ，ｉ＋Ｌｘ，ｉ ＝Ｌｉ。 在劳动力市场出清条件下，服务业劳动力人数可以表示为 Ｌｉ（ｈ）＝
Ｘ ｉ

ｗ ｉ
＝Ｌｉ（

μ
１－γ
）①，服务企业

的数量为 ｎｉ ＝
μ

（１－γ）σｘλｆｘ
Ｌｉ，服务业的劳动人员数量 Ｌｘ，ｉ ＝

μ
１－γ

æ

è
ç

ö

ø
÷ Ｌｉ。

长期均衡时，所有制造业厂商成本相同，服务业在城市 ｉ 中的最优产量可表示为：

Ｘ ｉ ＝ ｎｉＳｉ

ｘｉ

Ｓｉ

＝ ｎｉＳｉ
μ
１ － ε

Ｇσｘ
ｘ．，ｉｍｉ

Ｃｙ，ｉ（ｋ）
Ｓｉ

ｐｘ，ｉ （ｈ）
－σｘ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λ

（１３）

　 　 参考 Ｃｉｃｃｏｎｅ 和 Ｈａｌｌ［２６］的做法，以服务业的产量与服务业劳动力的比值 Ｘ ｉ ／ Ｌｉ，ｈ来衡量服务业劳动生产

率，服务业劳动力与面积比 Ｌｉ，ｈ ／ Ｓｉ 来衡量服务业集聚水平，结合公式（７）（９）（１１）和（１２），同时将制造业厂商

的数量 ｍｉ、需求 ｙ 和其他要素价格 ｇｉ 视为控制变量，其他变量作为常数项，则服务业劳动生产率与集聚程度

的关系可表示为下式：

①长期均衡时，地区之间自由贸易，厂商自由进入，中间厂商的产出和制造业厂商的产出比例恒定为 μ（意味着交通基础设施只对
成本有影响），所有厂商工资率均相同 ｗｉ，整个城市劳动创造的价值＝制造业的增加值＋中间厂商的增加值，制造业作为最终产

品，其产值 Ｙ 衡量了总产值。 去掉其他原始资本，所有劳动人数创造的价值增量为 ｗｉＬｉ ＝Ｙ（１－γ），因此 Ｘ＝ μ
１－γ( ) ｗｉＬ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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Ｘ ｉ

Ｌｉ，ｈ
＝ θｉ×

Ｌｉ，ｈ

Ｓｉ

æ

è
ç

ö

ø
÷

－λ［１＋ μ
（１－ε）σｘ

］

１－λ［１－γ ／ （１－ε）］

×Ｓｉ

－λ［１＋μ ／ （１－ε）σｘ］

１－λ［１－γ ／ （１－ε）］ ×ｍ
λ

１－λ［１－γ ／ （１－ε）］
ｉ ×ｇｉ

γλ ／ （１－ε）
１－λ［１－γ ／ （１－ε）］（ｃｙｙ＋ｆｙ）

λ
１－λ［１－γ ／ （１－ε）］② （１４）

设 ρ＝ １－λ［１－γ ／ （１－ε）］，Ｄ＝Ｌｉ，ｈ ／ Ｓｉ，Ｐ＝Ｘ ｉ ／ Ｌｉ，ｈ，公式（１４）简化为：

Ｐ ｉ ＝ θｉ × Ｄｉ

－λ［１＋ μ
（１－ε）σｘ

］

ρ × Ｓｉ

－λ［１＋μ ／ （１－ε）σｘ］

ρ × ｍ
λ
ρ
ｉ × ｇｉ

γλ ／ （１－ε）
ρ （ｃｙｙ ＋ ｆｙ）

λ
ρ （１５）

　 　 为了讨论服务业集聚对生产率的影响，对公式（１５）中的服务业集聚程度 Ｄ 求偏导，得：

∂Ｐ
∂Ｄ

＝
－ λ［１ ＋ μ

（１ － ε）σｘ
］

１ － λ［１ － γ ／ （１ － ε）］
＝

＞ ０，如果 ε ＜ １ － γ ／ （１ － １ ／ λ）
＜ ０，如果 ε ＞ １ － γ ／ （１ － １ ／ λ）{ （１６）

　 　 根据公式（１６），地区服务业集聚对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呈现出倒 Ｕ型关系，二者关系取决于运输成

本系数：如果运输成本系数小于 １－γ ／ （１－１ ／ λ），服务业集聚对劳动生产率有着促进作用；随着运输成本系数

的增加，当 ε＝ １－γ ／ （１－１ ／ λ）时，服务业集聚效应达到最大；若运输成本系数 ε＞１－γ ／ （１－１ ／ λ），服务业集聚的

对劳动生产率开始呈现负向影响。
进一步地，结合交通运输成本的决定因素，可知服务业集聚效应的发挥取决于地区总面积和交通基础设

施状况，具体可以表述为：在地区面积既定的前提下，交通基础设施越发达，运输成本越低，服务业集聚对生产

率的促进作用就更为明显；随着地区面积的增加，如果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相对落后，服务业的集聚效应可能无

法充分发挥。
２、计量模型设定

对公式（１４）两边取对数，将生产商数量和面积纳入常数项中，其他要素 ｇ 表示控制变量，参考 Ｃｉｃｃｏｎｅ 和
Ｈａｌｌ［２６］的模型结果，选择固定资产投资和高等教育水平作为控制变量，从而构建如下的计量经济模型：

ｌｎＰ ｉ ＝ ｃｏｎｓ ＋ θｌｎＤｉ ＋ φｌｎｅｄｕｉ ＋ ηｌｎｆｕｎｉ ＋ ｅｉ （１７）
　 　 其中，ｉ 和 ｔ 分别为地区和年份，Ｐ 表示劳动生产率（Ｘ ｉ ／ Ｌｉ，ｈ），Ｄｉ 为服务业集聚程度，ｅｄｕｉ 是从业人员受教

育程度，ｆｕｎｉ 表示交通基础设施水平，ｅｉ 为误差项。 下面将通过实证研究的方法设计，利用中国省际和地级市

面板数据对理论假说进行检验。

实证研究设计

为了检验交通基础设施对服务业集聚效应的影响，本文从地级市和省份两个层面进行考察，基本思路为：
第一步，利用多层线性模型探讨省一级服务业集聚程度是否对城市一级服务业集聚效应的发挥存在间接的促

进或阻碍作用；第二步，按照理论分析的结果，省份面积要远大于城市，因此省级层面服务业集聚对市一级服

务业集聚效应的影响，取决于交通基础设施的发达程度，拟采用门限回归方法将样本省份按照交通基础设施

水平分为不同组别，如果不同组别之间省份对城市服务业集聚效应的作用存在明显差异，则验证了理论假说。
１、多层线性分析方法

我国地区间的经济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的差异较大，交通基础设施水平高的省份，省内各城市之间联系

更为紧密，省一级服务业集聚有利于强化市级服务业的集聚效应。 在实证分析中，涉及省份和其所属地级市

两个层面的数据，而且市嵌套在省之内。 针对多层嵌套数据，传统的处理方法是将省、市变量都看作同一水平

的变量，直接在市级层面对数据进行多元回归分析，但对于多层数据来说，最小二乘法前提假设中的同方差性

尤其是个体间随机误差相互独立的条件无法满足。 针对本文所研究的问题，由于两个不同省份的城市之间发

展差异较大，而同一省份内部的城市之间在行政管理、经济政策和自然条件等方面存在诸多相似性，这不仅破

坏了同方差假设，而且无法满足随机误差相互独立的前提条件。 因此，本文借鉴心理学和教育学领域处理多

层嵌套数据常用的方法，即多层线性模型（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ｉｃａｌ Ｌｉｎｅａｒ Ｍｏｄｅｌｓ，ＨＬＭ）进行实证检验。

②
其中，θｉ ＝

μ
１－γ( )

１＋λ［
μ＋γσｘ
（１－ε）σｘ

－２）

（σｘλ） λ（２－ μ
１－ε）－１ ｆλ［１

μ
（１－ε）σｘ

］－１ ｃｘσｘλ
σｘλ－１

æ

è
ç

ö

ø
÷

μλ
１－ε

μλé

ë
êê

ù

û
úú

１
１－λ［１－γ ／ （１－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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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层线性模型的基本思路是将多层数据在因变量上的总变异分为组内和组间两个层次，然后分别在两个层

次上引入相应的自变量，对组内和组间的差异进行解释。 基本的多层线性模型由一个组内方程和组间方程来表

示，结合本文的研究对象，将地级市个体间的差异作为组内差异，省层面的差异作为组间差异，设定模型如下：
Ｌ１：　 ｌｎＰ ｉ ＝ β０ ＋ β１ ｌｎＤｉ ＋ β２ ｌｎｅｄｕｉ ＋ β３ ｌｎｆｕｎｄｉ ＋ ｅｉ

　 　 Ｌ２：　 β０ ＝ γ００ ＋ μ０ｊ （１８）
β１ ＝ γ１０ ＋ γ１１ ｌｎＳＤｉ ＋ μ１ｊ
β２ ＝ γ２０ ＋ μ２ｊ
β３ ＝ γ３０ ＋ μ３ｊ

（１８）

　 　 并且假设：

ｅｉｊ ～
ｉｉｄ

Ｎ（０，σ２）

μｉｊ ～
ｉｉｄ

Ｎ（０，τｉｊ）
Ｃｏｖ（ｅｉｊ，μｉｊ） ＝ ０

　 　 其中，第一层方程 Ｌ１中各变量的含义与公式（１７）一致，采用城市层面的数据样本，ｅｉｊ是省份内各城市间

的组内误差；第二层方程 Ｌ２中 Ｄｉ 表示省份层面服务业的就业密度，μｉ 表示省份之间的误差，系数 γ１１表示省

份服务业集聚对城市服务业集聚效应的影响。 与传统回归方程不同，多层模型中 Ｌ１ 中的截距和斜率不再假

设为一个常数而是一个随机变量，充当第二层模型 Ｌ２的解释变量。 这样，可以通过考察 Ｌ１和 Ｌ２中变量系数

的显著性与符号来判断层级之间变量的作用关系，如果 Ｌ２中变量的系数显著且与相对应 Ｌ１中的变量系数符

号相同，表明第二层变量可以加强第一层中相应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如果符号显著为负或者不显著，则
意味着能够削弱这种影响，或者对其作用微弱。

２、交通基础设施影响服务业集聚的门限面板模型

在检验交通基础设施对服务业集聚效应影响的过程中，需要按照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水平对样本省份进

行分组。 如果按照主观划分方式，单纯地依据省份交通基础设施的指标大小归类，往往会导致回归结果的偏

误，本文采用 Ｈａｎｓｅｎ 提出的面板门限模型（Ｐａｎｅｌ 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 Ｍｏｄｅｌ）对样本数据进行自动识别，该方法能够依

据数据本身的特点内生地划分区间。 其主要原理是将选定的门限变量纳入回归模型中，建立基于门限变量的

分段函数，并对门限的个数和数值进行估计。 依据前文的理论分析，我们建立以省份服务业集聚程度为解释

变量，基础设施水平为门限变量的回归方程：
ｌｎＳＰ ｉｔ ＝ αｉｔ ＋ θ１ ｌｎＳＤｉｔＩ（ ｓｆｕｎｄｉｔ ≤ γ） ＋ θ２ ｌｎＳＤｉｔＩ（ ｓｆｕｎｄｉｔ ＞ γ） ＋ φｌｎｓｅｄｕｉｔ ＋ ηｌｎｓｆｕｎｄｉｔ ＋ ｅｉｔ （１９）

　 　 其中，ｌｎＳＰ ｉｔ和 ｌｎＳＤｉｔ分别为省级的生产率和服务业集聚程度，ｓｆｕｎｄｉｔ是门限变量，γ 为门限值，Ｉ（·）为指标

函数，系数 θ１、θ２ 和门限值 γ 均为待估参数。 在估计门限值时，采用 Ｔｓａｙ［２９］提出的排列回归方法进行搜寻，得
到门限估计值后，还需要对门限值的显著性和真实性进行检验。 第一个检验的原假设为 Ｈ０：β１ ＝ β２，检验统计

量为：Ｆ１ ＝Ｓ０－Ｓ１（ γ^）） ／ σ２， Ｓ０ 为原假设下进行参数估计后得到的残差平方和，σ２ 为备选假设下进行参数估计

得到的残差方差。 在原假设下，门限值 γ 是不确定的，因此统计量 Ｆ１ 的分布为非标准分布，可采用自抽样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模拟其渐近分布，进而构建与其对应的概率值 ｐ，以检验其显著性。 第二个检验的原假设为：Ｈ０：γ^

＝γ０，相应的似然比统计量 ＬＲ１ ＝Ｓ１（γ）－Ｓ１（ γ^）） ／ σ２，该统计量的分布也是非标准的，但 Ｈａｎｓｅｎ［３０］提供了一个

简单的公式，可以计算出其非拒绝域，即当 ＬＲ１（γ０）≤ｃ（α）时，不能拒绝原假设。 当存在两个或两个以上门限

值时，需要重复上述步骤搜寻其他的门限值，此处不做赘述。
通过门限回归分析的结果，即可按照交通基础设施影响服务业集聚效应的门限效应大小，将样本省份自

动分组，包括高水平组和低水平组。 进一步地，对每组中的省市两层数据进行多层线性回归，以考察在不同的

交通基础设施水平下，省一级服务业集聚对市级层面集聚效应的作用。
３、数据来源与变量选择

在本文的两部分实证研究中，前一部分采用省份面板数据进行门限回归，数据来自于《国研网》２００３－
２０１３年的中国 ３１个省区统计资料。 由于检验过程涉及省和市两个层面，因此剔除北京、上海、天津和重庆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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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直辖市，同时删掉数据缺失的内蒙古和西藏自治区，剩余的 ２５个省区数据作为研究样本。 后一部分采用某

一年份的城市和省份截面数据进行多层线性模型回归，本文选择最新的 ２０１３年作为分析对象，城市层面的数

据来自于 ２０１４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省份层面的数据来自于 ２０１４年国研网数据库。
此外，对于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指标选择过程如下：（１）劳动生产率：用地区服务业生产总值与服务

业从业人员的比值来表示③，实证第一部分采用省份层面的数据，第二部分采用城市层面的数据。 （２）产业集

聚程度：用地区服务业从业人员与地区面积的比值（就业密度）来表示，反映了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情况，省
份和城市服务业集聚分别采用各自层面的数据。 （３）教育水平：用地区高等学校在校生人数与地区总人口之

比来表示，分别作为两部分实证的解释变量。 高等学校在校生人数越多，表明该地区劳动力市场上能够提供

的高素质人才越多，有利于促进地区劳动生产率水平的提升。 （４）交通基础设施：研究表明基础设施本身对

劳动生产率有着直接的促进作用，尤其是交通基础设施的促进作用最为明显［３１］。 参照刘秉镰等［３２］的做法，
省份层面的交通基础设施采用等级公路里程与全省面积的比值，即等级公路的密度作为实证第一部分的门槛

变量，而城市层面的基础设施则选择人均道路面积来衡量。

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在实证检验的过程中，首先基于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情况，利用面板门限回归模型对样本省份进行分组，
然后再利用多层线性模型讨论在交通基础设施水平高组别和低组别条件下省份服务业集聚对市级服务业集

聚效应的作用，进而得到交通基础设施对服务业集聚效应的影响。
１、基于门限回归的省份分组

门限回归中，依次对不存在门限、单一、双重和三重门限进行显著性检验，结果见表 １。 可以发现，单一门

限最为显著，双重门限和三重门限均没有通过 ５％的显著性检验，依据门限搜寻的原理，第一个门限是最为明

显的转折点，因此选择单一门限模型。
表 １　 门限效果检验

门限个数
临界值

Ｆ值 Ｐ 值 １％ ５％ １０％
单一门限检验 ３６􀆰 ９２４∗∗∗ ０􀆰 ０１０ ３６􀆰 ９２２ ３６􀆰 ３４１ ３５􀆰 ８６０
双重门限检验 １０􀆰 ８７４∗ ０􀆰 ０５１ ８􀆰 １７２ ６􀆰 ５９１ ５􀆰 ８１８
三重门限检验 ７􀆰 ７９４ ０􀆰 ０５３ ２３􀆰 ２２９ ２１􀆰 １９３ ２０􀆰 ５６５

注：“∗∗∗”、“∗∗”、“∗”分别表示在 １％、５％、１０％水平下显著，下同。

表 ２列出了单一门限的估计结果，依据真实性检验原则，门限的估计值在 ９５％的置信区间的范围内，说明

估计值真实有效。 门限值为 ０􀆰 ４２５，意味着等级公路密度在 ０􀆰 ４２５左右时④，省级层面服务业就业密度对劳动

生产率存在突变。
表 ２　 门限值估计结果

估计值 ９５％置信区间

门限值γ１
＾ ０􀆰 ４２５ ［０􀆰 ４０９，０􀆰 ５１０］

我们统计了 ２５个省份等级公路密度 ２００３－２０１３年的均值，依据交通基础设施水平的门限值 ０􀆰 ４２５，将所

选样本的 ２５个省份分为高水平组和低水平两组（见表 ３）。 高水平组包括广东、江苏、浙江、辽宁等 １５ 省，多
位于东南沿海和中部地区，其中，低水平组包括四川、贵州、甘肃和新疆等 １０省，基本属于西部地区。

表 ３　 基于交通基础设施水平的省份分组

组别 标准 省份

高水平组 等级公路密度≥０．４２５ 广东、江苏、浙江、山东、辽宁、福建、河北、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海南、陕西

低水平组 等级公路密度＜０．４２５ 吉林、黑龙江、广西、四川、贵州、云南、甘肃、青海、宁夏、新疆

③

④

由于本文包括省份和地级市两个层面的数据，所以“地区”既包含了省份，也包含了地级市，同时本文的服务业指代统计年鉴
上的第三产业。
等级公路密度的单位为公里 ／平方公里，门限值 ０．４２５意味着每平方公里的等级公路长度为 ０．４２５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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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多层线性模型的回归结果

ＨＬＭ模型采用极大似然估计的迭代过程，步骤如下：第一步，在进行 ＨＬＭ模型回归之前需要建立零模型，即
将 Ｌ１、Ｌ２中的解释变量都去掉，由此得到组内相关系数（ＩＣＣ），检验使用多层线性回归的必要性；第二步，建立随

机系数模型，也就是将第二层模型 Ｌ２中的解释变量都去掉，通过 Ｌ２模型参数的随机效应检验，确定 Ｌ２层中需

要设置随机效应项的系数，并纳入解释变量对 Ｌ１层的系数进行解释；第三步，将 Ｌ２中的两个解释变量以组平均

值方式进行对中处理，利用群体背景对个体行为的影响消除个体效应，确定最终回归的完全模型。
采用 ２０１３年省份和地级市数据进行多层线性回归。 首先，通过估计高水平组和低水平组被解释变量对

应的零模型，得到高水平组和低水平组的组内相关系数 ＩＣＣ 分别为 ０􀆰 ５０ 和 ０􀆰 ２４，表明高水平组城市服务业

劳动生产率的差异约有 ５０％由省份之间的差异决定，而低水平组约 ２４％是由省份带来的。 依据学者 Ｃｏ⁃
ｈｅｎ［３３］提出的经验标准，如果相关系数大于 ０􀆰 ０５９，就需要考虑用多层线性模型来处理组间的差异，本文的检

验结果显然表明选择多层线性模型是合理与必要的。
表 ４　 随机系数模型回归结果

随机效应
高水平组 低水平组

标准差 方差 χ２ 标准差 方差 χ２

截距，μ０ ０􀆰 ２８１ ０􀆰 ０７９ １４􀆰 ９７５ ０􀆰 ２１１ ０􀆰 ０４５ ８􀆰 ３７７
ｌｎＤ，μ１ ０􀆰 １５７ ０􀆰 ０２５ ２３􀆰 ４８１∗∗ ０􀆰 １５８ ０􀆰 ０２５ ４４􀆰 ８１１∗∗∗
ｌｎｅｄｕ，μ２ ０􀆰 ０９７ ０􀆰 ００９ ８􀆰 ３８７ ０􀆰 ０８１ ０􀆰 ００７ ６􀆰 ０７６
ｌｎｆｕｎｄ，μ３ ０􀆰 ０７０ ０􀆰 ００５ １５􀆰 ４５９ ０􀆰 ０４１ ０􀆰 ００２ ７􀆰 ９６４
Ｌ１随机效应，ｒ ０􀆰 ２７４ ０􀆰 ０７５ ０􀆰 １７４ ０􀆰 ０３０

然后，对随机系数模型进行估计（结果见表 ４）。 可以发现，高水平组和低水平组中都只有就业密度系数

分别在 ５％和 １％的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意味着市级服务业就业密度的系数会随着省份的不同而出现

差异，因而需要对 Ｌ１层中的就业密度系数加入省份的因素加以解释。
依据前文的模型设计，利用省份服务业的就业密度 ｌｎＳＤ 对市级服务业集聚效应，也就是 Ｌ１ 层的就业密

度系数项 β１ 进行解释，从而得到基础设施高水平组和低水平组的完全回归模型的估计结果（见表 ５）。 观察

高水平组的情况：Ｌ１中城市服务业的就业密度系数由 Ｌ２ 中的 γ１０和 γ１１共同决定，γ１０表示城市层面服务业就

业密度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说明高水平组中城市层面服务业集聚对劳动生产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γ１１表
示省份层面服务业就业密度的系数，显著为正意味着在交通基础设施发达的省份，省级服务业集聚能够推动

省份内部各城市服务业集聚效应的发挥。 具体地，γ１１的估计值为 ０􀆰 １，代表省级层面服务业集聚程度提高

１％，能够间接地促进城市层面服务业集聚效应上升 ０􀆰 １％。
再看低水平组的结果，城市层面服务业就业密度的系数 γ１０在 １０％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服务业集聚对

生产率水平具有明显的正效应。 不同的是，省份层面服务业就业密度的系数 γ１１为正但不显著，证明在交通基

础设施水平较低的省份中，省级服务业集聚对市级服务业集聚效应难以产生正面影响。 也就是说，对于交通

基础设施建设相对滞后的省份而言，服务业集聚的影响范围仅局限在城市层面，省级服务业发展尚未对城市

带来应有的促进作用。
表 ５　 ＨＬＭ 模型回归结果

固定效应
高水平组 低水平组

系数 标准误 Ｔ值 系数 标准误 Ｔ值
截距，β０
γ００ ２􀆰 ４５８∗∗∗ ０􀆰 １１５ ２１􀆰 ４３８ ２􀆰 ２３８∗∗∗ ０􀆰 １０４ ２１􀆰 ４７０
ｌｎＤ，β１
γ１０ ０􀆰 ０９４∗∗ ０􀆰 ０３７ ２􀆰 ５０３ ０􀆰 １１０∗∗ ０􀆰 ０３６ ３􀆰 ０１８
ｌｎＳＤ，γ１１ ０􀆰 １０７∗∗ ０􀆰 ０３７ ２􀆰 ９０４ ０􀆰 ０２２ ０􀆰 ０２２ ０􀆰 ９６９
ｌｎｅｄｕ，β２
γ２０ ０􀆰 ０６８∗∗∗ ０􀆰 ０２５ ２􀆰 ７２４ ０􀆰 ０１８ ０􀆰 ０２３ ０􀆰 ７６９
ｌｎｆｕｎｄ，β３
γ３０ ０􀆰 １０４∗∗ ０􀆰 ０４３ ２􀆰 ４２５ ０􀆰 ２１６∗∗∗ ０􀆰 ０４９ ４􀆰 ３５７
随机效应 标准差 方差 χ２ 标准差 方差 χ２
ｌｎＤ，μ０ ０􀆰 ０５８ ０􀆰 ００３ １０７􀆰 ９３８∗∗∗ ０􀆰 ０４１ ０􀆰 ００２ １７􀆰 ３２８∗∗
Ｌ１随机效应 Ｒ ０􀆰 ２４８ ０􀆰 ０６２ ０􀆰 ２１０ ０􀆰 ０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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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变量方面，高等教育在高水平组中的系数 γ２０显著为正，说明基础设施发达的地区教育水平能够显著

促进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但在低水平组中不显著，表明在基础设施落后的地区不具有吸引力，无法引进

更多的优秀人才，进而无法带动生产率的提高。 道路水平在两组别中的系数 γ３０均显著为正，意味着城市层面

基础设施越发达，越有利于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的提升。
３、稳健性检验

为了保证实证结论的可靠性，我们采用 ２００９年的数据进行稳健性检验。 参照前面的做法，将 ２５ 个省份

按照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情况高水平组和低水平组分组，多层线性回归的结果见表 ６。 可以发现：在高水平组

中，本文重点考察的省份层面服务业就业密度的系数 γ１１同样显著为正，而在低水平组中不显著；城市层面的

服务业就业密度系数 γ１０在两个组别中均显著为正。 这说明本文的实证研究结论是稳健的，即交通基础设施

对于服务业集聚效应存在明显的作用。 具体来说，交通基础设施发达的省份，省级服务业集聚能够强化市级

服务业集聚效应的发挥，而如果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相对滞后，省级服务业发展对市级服务业集聚效应没有显

著影响。
表 ６　 稳健性检验结果

固定效应
高水平组 低水平组

系数 标准误 Ｔ值 系数 标准误 Ｔ值

截距，β０
γ００ １１􀆰 １９７∗∗∗ ０􀆰 ０９４ １０１􀆰 ３０７ １１􀆰 ２００∗∗∗ ０􀆰 １２７ ８８􀆰 ０６３
ｌｎＤ，β１
γ１０ ０􀆰 ０７９∗ ０􀆰 ０４９ １􀆰 ８４９ ０􀆰 １１４∗ ０􀆰 ０５２ ２􀆰 ２１１
ｌｎＳＤ，γ１１ ０􀆰 ０９８∗∗ ０􀆰 ０３３ ２􀆰 ４４２ ０􀆰 ０１７ ０􀆰 ０２９ ０􀆰 ６１０
ｌｎｅｄｕ，β２
γ２０ ０􀆰 １１７∗∗∗ ０􀆰 ０３０ ４􀆰 １２１ ０􀆰 ０８８∗∗∗ ０􀆰 ０３２ ２􀆰 ７９４
ｌｎｆｕｎｄ，β３
γ３０ ０􀆰 ０９１∗ ０􀆰 ０６０ １􀆰 ８７５ ０􀆰 ００２ ０􀆰 ０４７ ０􀆰 ０４５
随机效应 标准差 方差检验 χ２ 标准差 方差检验 χ２

ｌｎＤ，μ１ ０􀆰 ０７０ ０􀆰 ００５６９ １１３􀆰 ８１０∗∗∗ ０􀆰 ０５５ ０􀆰 ００３ １５􀆰 ０７３∗∗

Ｌ１随机效应 Ｒ ０􀆰 ２８５ ０􀆰 ０８１ ０􀆰 ２２２ ０􀆰 ０４９

研究结论

服务业集聚是提升各地服务业竞争力和促进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支撑，如何更好地发挥服务业集聚对生

产率的带动作用是区域经济发展需要探究的核心问题之一。 本文将交通运输成本纳入到产业集聚与生产率

关系的理论模型中，讨论了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影响服务业集聚效应的机制，发现地区面积和交通运输成本共

同决定着服务业的集聚效应：在地区面积既定的前提下，当交通运输成本低于某一临界值时，服务业集聚对地

区生产率具有正向推动作用；反之，如果大于临界值，服务业的集聚效应则难以发挥。 实证研究中，基于面板

门限模型将样本省份划分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高水平和低水平两组，利用多层线性回归模型就交通基础设

施对服务业集聚效应的影响进行了检验，得到如下结论：在交通基础设施发达的省份，省级服务业集聚能够推

动城市服务业集聚效应的发挥；在交通基础设施水平较低的省份，服务业集聚的有效范围仅局限在城市层面，
省级服务业集聚对市级服务业的集聚效应难以产生促进作用

在中国各省区大力推动服务业集聚式发展的过程中，省级以上大型现代服务业集聚区的建设规划多由省

一级政府制定，由市一级政府负责具体执行。 根据本文的研究结论，服务业集聚效应的发挥不仅与资源要素

禀赋、人力资本储备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有关，而且取决于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状况。 其政策内涵为，
在服务业发展规划和政策制定的过程中，需要充分考虑到地区基础设施的建设情况。 一方面，对于基础设施

发达的省份，应该积极发挥中心城市服务业的辐射效应，从省一级层面制定整体规划，扩大服务业集聚效应的

作用范围，推动区域经济的一体化发展。 另一方面，对于交通基础设施相对落后的省份，则需要将发展重点放

在城市层面，寻求地级市内部传统服务业向现代服务业的优化升级，同时要大力加强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降
低同一省份内各城市之间要素转移和交流的障碍，以增强省内城市之间的沟通和协作，实现发达的大型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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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落后的中小城市互动发展格局，更大限度地发挥服务业集聚的经济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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